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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展了流域水环境污

染防治综合规划的研究 [1]，“九五”期间确定了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 [2]，逐步将总量控制技术和达标管理相结合，形成

了以污染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为主的一系列管控方法。我

国的污染物浓度控制主要体现为各类排放标准，以最佳可

行技术为出发点，同时总量控制也呈现出目标总量控制的

特点 [3,4]。这些控制方式便于行政管理和考核，但未考虑污

染物排放量与水环境质量之间的响应关系 [5]，难以满足流域

水环境管理的需求 [6]。

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流域水环境污染管控制度和方法

的梳理提炼，结合我国流域水质管理需求，尝试构建一种

能够覆盖流域全空间和全口径污染源的流域综合排放管控

体系，并提出差异化的固定源排放管控模式，以提高管控

体系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本研究通过案例实践对管控体

系和模式进行验证和对比分析，提出了流域水环境污染管

控建议，以帮助实现我国改善流域水质的目标。

1� 流域水环境污染管控研究进展

为了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一些发达国家陆续实行了

各类水环境污染控制政策与措施，并在流域水环境管理中

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7-9]，如欧盟莱茵河

总量控制管理方案 [10]，日本工业集中湾区的流域污染总量

控制计划 [11, 12]，以及美国 TMDL 计划 [13]。其中以 TMDL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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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代表的容量总量管理模式，从水质目标出发，根据区

域的实际环境容量确定污染物控制方案，截至 2010 年，美

国已开展四万余个 TMDL 计划，成为保障流域水质的关键

技术 [14, 15]。以上各国流域水质管理的核心是控制污染物排

入受纳水体中的量，污染物排放管控的形式从单独的浓度

控制到浓度与总量双达标的转换。在空间尺度上，从基于

行政区的管控向基于流域生态水功能区转变；在时间尺度

上，随着对流域污染源类型和污染负荷特征研究的加深，

从基于年的总量控制逐渐精细到以日为时间单位的污染物

排放负荷控制。

自“十一五”以来，我国也开始推动“目标总量控制”

向“容量总量控制”的转变，2016 年以来逐步探索形成以

水质目标为核心的水环境管理路线。管理者和学者也对流

域水质目标管理在我国的应用做了积极的尝试，例如，雷

坤等 [16] 在“分区、分类、分级、分区”的理念下，将控制

单元水质目标管理技术方法在辽河水系进行了实践；单保

庆等 [17] 提出了一套基于水质的河流治理方案制定方法，包

括水质问题诊断、目标确定与负荷分配、河流治理任务实

施和实施效果评估 4 个基本部分，并在滏阳河邢台段进行了

实际应用；张培培等 [18] 基于“三线一单”的思路对济南市

的水环境控制单元进行了细化，基于水质目标核算了不同

管控区的年允许排放量，并进行了等级的划定。

上述国内外研究都显示出基于水质目标的水环境污染

物排放管理对于改善我国流域水环境具有巨大的潜力，然

而目前我国流域尺度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具有系统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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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普适性的水环境污染物排放管控体系。我国目前的水

环境污染物排放管理体系的不系统主要体现在管控空间、

管控手段和管控对象三个方面：

（1）管控空间不系统。水环境污染物排放管控仍然以

行政区为主，划分主观性较强 [19]，割裂了流域中水体—岸

边带—陆域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忽视了上下游及河岸水生

态环境的系统性。

（2）管控手段不系统。排放管控体系与环境质量标准

体系脱钩，管控要求的制定多是基于行业污染治理技术可

达性，较少考虑受纳水体特征差异，污染排放标准与水环

境质量现状脱节，造成现行流域水环境污染管控要求与污

染物排放标准、水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等不能有效关联，重

点污染源对所属流域水环境质量保护的责任未能有效落实，

主要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远远超过水环境容量。

（3）管控对象不系统。目前的管控主要以重点固定源

为主，对以农村和城市面源及无组织排放等非点源污染重

视度不够，非点源污染由于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确定性而

增加了流域水质管控难度 [20]。

我国的水环境污染早已超越局部和“点源”的范围，

成为流域性污染问题。从调控尺度

的角度，以流域为管控单元进行水

资源综合管理是世界范围内资源、

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的重要途径，

从自然地理特征的角度，流域是一

条河流或水系的集水区域，应当是

具备水文和环境生态功能的连续系

统。以水环境容量为基础，协同考

虑流域各类污染源，在现有浓度控

制和总量控制手段的基础上，研究

制定体现出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流域

水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管控体系，

建立基于污染源排放—水环境质量

响应关系的流域固定源排放管控模

式刻不容缓。

2� 流域水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
管控体系与模式构建

基于以上对我国流域污染物排

放管理现状的分析，在吸取国外流

域管理的相关经验、综合考虑我国

流域水环境管理的需求和特点的基

础上，考虑以下四个准则：①以水

质目标为核心，以污染物排放—水

体水质响应关系为基础进行污染排

放负荷的计算，体现出水体自然环

境特征；②考虑流域所有污染源的

影响，并对流域全空间进行管控，

体现出流域整体性；③对流域进行

适当的细化和优先级划分，将复杂环境问题简化，实现差

异化管控；④充分考虑流域内源、小散乱污等污染源以及

现存污染源污染物排放增量的影响，在进行污染负荷分配

时考虑设定安全余量以应对水质超标风险。基于以上思路，

本文提出适合我国未来流域水环境管理的综合排放管控体

系（图 1），并进一步提出三种不同的固定源污染物排放管

控模式。管控体系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管控单元确定及

目标核定，流域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污染物排放

管控单元分级并确定污染物排放管控模式和要求，流域污

染物排放管控方案的形成及实施。

2.1�流域水环境污染物排放管控单元划定与管控目标核定

在国家流域水生态功能分区三级控制单元划分的基础

上，兼顾汇水边界与行政边界，统筹陆域与水域分区，根

据水系结构、各级控制断面位置、排污口位置、水环境质

量状况、污染源特征、行政区域边界等因素，进一步选择

性细化污染物排放管控单元。每个三级流域管控单元可以

包含一个或多个污染物排放管控单元；一个污染物排放管

控单元不能分属不同的流域管控单元，且唯一对应一个国

图1　流域水污染物排放综合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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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省或市级水质控制断面，以方便进行水质达标责任

划定。

本研究利用单因子评价法、污染指数法和模糊评价法

等方法分析各管控单元的水环境问题和主要污染对象。根

据国家法规，各地方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各流域水环境

质量限期达标规划，以及相关流域、城市水环境规划等目

标要求，应考虑断面水质达标情况、水体环境质量变化，

兼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确污染物排放管控单元内

水环境功能的需求，核定对应控制断面水质目标，并可以

按阶段设定不同的水质目标。

2.2� 流域水环境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清单编制

在编制时，应调查各控制单元内各类污染源的排污特

征，包括污染源位置、污水排放量、污染物排放浓度、排

放去向等信息。调查对象包括工业源、城镇生活源、农村

生活源、城市非点源、农业非点源与集约化畜禽养殖源、

内源等污染源，在具备数据基础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大

气干、湿沉降的影响。

在现场调查监测的基础上，工业源以及纳入环境统计

范围或排污许可管理范围的污水处理设施，以现有环境统

计数据和排污许可管理信息为基础开展负荷总量核定；除

上述污水处理设施外的城镇生活源与农村生活源可以采用

浓度系数法、产排污系数法等方法进行负荷总量核算；城

市非点源应用场次降雨平均浓度法或 SWMM 等模型模拟法

进行负荷总量估算；农业非点源应用“农田降雨—径流—

产污”试验、产排污系数法或 SWAT 等方法进行负荷总量

估算；集约化畜禽养殖源与内源应用产排污系数法进行负

荷总量估算。

此外，还应调查控制单元内入河排污口的排放特征，

包括排污口位置、污染源对应关系、污水排放量、污染物

排放浓度、与环境水体的关系等信息。在污染源调查、水

体污染负荷估算和排污口调查的基础上，编制流域排放管

控单元的水环境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清单。

2.3� 管控单元分级与排放管控要求制定

当水体生态环境功能为水源保护区、湿地保护区、江

河源头、珍稀濒危水生生物栖息地等特殊功能区时，应将

水面及其对应的排放管控单元划定为优先管控单元。当水

体生态环境不能满足功能要求或有不满足功能要求的风险

时，应将水面及其对应的排放管控单元划定为重点管控单

元。流域内其他区域可划定为一般管控单元。通过划定不

同的管控单元等级来实现差异化管理。

针对每个不同等级管控单元的不同空间（水体、岸边

带、陆域汇水区）和污染源类型（固定点源和非点源）提

出不同的管控要求。为了适应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大

且环境管理能力基础参差不齐的特点，本研究针对重点管

控区陆域固定源提出三种不同的排放管控模式。各管控单

元可根据其自然条件特征、环境质量状况、社会经济水平、

污染防治能力等的差异性，选择精细化水平不同的固定源

排放管控模式，通过不同方法构建水质响应关系和负荷分

配方法，确定各管控单元内固定源的定量化排放管控要求。

（1）流域精细管控模式。对于水质要求较高、环境管

理水平和环境监测能力较强的管控单元，应采用受纳水体

模型和流域模型，利用“污染源排放行为—排放口允许排

放量—控制断面水质目标”的动态机理响应关系，通过负

荷分配方法，确定排放管控单元内主要固定源的允许排放

负荷，对污染源开展“一源一限值”的逐日或逐月管控。

（2）流域标准管控模式。对于具备一定环境管理能力

和工作基础的管控单元，可采用稳态水质模型，利用“入

河排放口允许排放量—控制断面水质目标”的半机理响应

关系，通过负荷分配方法，确定排放管控单元内各污染排

放口的允许排放负荷，再分配到排放口对应的固定源，对

污染源开展“一排放口一限值”的逐季或逐月管控。

（3）流域简化管控模式。对于环境管理能力与工作基

础较薄弱的管控单元，可采用统计回归或负荷历时曲线等

非水质机理模型方法，利用“污染排放量—控制断面水质”

的统计响应关系，确定管控单元的总允许排放负荷，通过

负荷分配方法分配到各类污染源和各固定点源，对污染源

开展“流域同步减排”的逐季或逐月管控。

2.4� 小结

流域精细管控模式的排放控制更加科学化和精细化，

并且未来可结合物联网技术进行实时监控、水质预测、突

发污染事件预警等。但是需要大体量、高精度和长时间尺

度的基础数据支撑，对制度设计和基层管理能力要求较高。

流域标准管控模式的排放管控要求与水质目标紧密挂钩，

方法相对简单，对数据基础要求较低，易于推广和执行，

但管控精细化程度不足，可产生一定不确定性。流域简化

管控模式的方法简便，不需要模拟计算，便于基层管理，

但环境条件的假设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产生较大偏差，水质

改善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差距巨大，

通过构建不同的管控模式，能够使排放管控体系更好地适

应我国不同流域的社会发展水平、环境管理能力和需求的

差异。而各地方管理部门也应根据自身条件，结合管理成

本和环境效益进行综合评判，选择适合本地的管控模式。

3� 江安河流域案例实践

3.1� 流域概况

江安河是成都岷江内江流域的四大干渠之一，全河长

95.8km，汇水区面积 341.4km2。江安河流经成都中心城区

周边，承载了巨大的城市发展压力。然而，现有的水质管

理体系已经不足以解决当前江安河面临的水环境问题，迫

切需要从流域整体出发，开展流域综合排放管控，以帮助

该流域实现水质达标。

本研究对江安河流域 6 个监测断面 2011—2018 年的主

要水质指标的监测值进行分析，发现流域上游江安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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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万春桥及共耕村等断面水质状况总体平稳，能够达到

地表水 II～ III 类标准。水质明显下降的区段为共耕村至二

江寺河段，由 III 类降至劣 V 类，其中最主要的超标因子为

氨氮，2018 年监测值年均浓度较 V 类水标准超标倍数 0.39，

超标主要发生在枯水期（11 月至次年 4 月），其中超标最高

月份为 4 月，超标倍数为 7.73。

3.2� 管控单元划分及目标核定

本研究结合江安河所有的控制断面的水质状况、流域

土地利用情况和控制断面分布，对江安河进行了管控单元

划分，上游为江安桥—共耕村管控单元，下游为共耕村—

二江寺管控单元，每个管控单元负责其出境断面。以上两

个管控单元都不包含特殊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域，因此不划

定优先管控区。根据流域水质现状，共耕村断面长期不超

标，将江安桥—共耕村管控单元划定为一般管控单元；二

江寺断面氨氮长期超标，将共耕村—二江寺断面划定为重

点管控单元。

本研究以首要超标因子氨氮作为管控对象，根据成都

市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订的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

江安桥—共耕村管控区和共耕村—二江寺管控区的水质目

标分别为 III 类和 V 类水质标准。

3.3� 流域污染负荷核算

该流域的污染主要来自工业企业、污水处理厂、生活

直排、畜禽养殖和农业种植等。工业企业排污数据来自

2015 年的环境统计信息，污水处理厂的数据来自 2015 年逐

月统计数据。生活直排、畜禽养殖和农业种植，利用流域

相关统计数量按照产排污系数法进行计算，并根据不同的

污染源类型选择合适的入河系数对入河污染负荷进行核算，

污染负荷汇总结果见表 1。

表1　2015江安河流域氨氮污染年负荷

管控单元
工业企业

/（t/a）

污水处理厂

/（t/a）

生活直排

/（t/a）

畜禽养殖

/（t/a）

农业种植

/（t/a）

江安桥—

共耕村管

控单元

2.97 16.47 116.99 57.62 352.88

共耕村—

二江寺管

控单元

1.08 78.04 387.93 1.80 42.79

为了能够实现不同模式下更精细时间尺度的管控，需

要对污染负荷在不同的月份进行核算。工业企业和生活直

排可以认为在不同的月份排放较为一致，进行平均分摊；

污水处理厂根据逐月统计数据核算不同月份的污染负荷。

对于畜禽养殖和农业种植等面源污染来说，降雨是其产生

的原动力和载体 [21, 22]，因此利用江安河流域长期的日降水

数据，借鉴当地相关研究 [23]，按照降水量在一年中各月份

的分布对面源污染负荷进行逐月的分摊，得到江安河不同

管控单元氨氮的逐月污染负荷。

3.4� 管控方案制定

针对不同的管控等级，本研究对江安桥—共耕村管控

单元和共耕村—二江寺管控单元进行差异化管控。

（1）一般管控区：江安桥—共耕村管控单元。对于一

般管控区，应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严格执

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以维护生态安全和防止环境质量退化为原则，鼓励提高环

境管控要求，以降低环境风险。

（2）重点管控区：共耕村—二江寺管控单元。在水域

管控方面，针对部分地区沿河存在暗管排口和水边娱乐设

施污染等现象，应对排口进行排查处理，并清退水上娱乐

设施减少水域污染。在岸边带管控方面，应开展相应的岸

边带建设，特别是对有污染支流汇入及农村面源污染比较

严重的河段，对河道周边的农业散乱生产进行清退，并鼓

励建立人工湿地岸边带。

针对陆域固定源，分别采用流域简化管控模式、流域

标准管控模式和流域精细管控模式进行管控方案的制定。

3.4.1 流域简化管控模式

利用负荷历时曲线 [24]，进行污染排放—水体水质输入

响应关系的构建。基于 2011—2015 年的日均流量数据建立

流量历时曲线，以二江寺的水质目标绘制负荷历时曲线，

并与现状负荷进行对比，见图 2。

图2　二江寺氨氮负荷历时曲线与实际负荷量

可以看出，二江寺断面氨氮在中低流量区的实际负荷

已经超过 LDC 所得的日最大允许负荷。以同样的方法，对

日均流量数据重新以月为时间尺度构建负荷历时曲线，得

到逐月最大允许负荷，并按照以下方式在污染源之间进行

分配：

 TMDL=WLA+LA+MOS+BL （1）

式中，TMDL 为最大允许排放日负荷；WLA 为点源最大允

许排放日负荷；LA 为非点源最大允许排放日负荷；MOS 为

安全余量；BL 为自然背景负荷。

在本案例实践中，为了能够对不同的管控方案进行对

比，所有方案制定时设置同样的边界条件。水文保证率设

置为 75%，安全余量设定为 10%，生活直排和农业面源（包

括畜禽养殖和农业种植）分别按现状削减 25% 和 20%，自

然背景负荷按照上游来水水质达到江安桥—共耕村管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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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水质目标设定。

对于固定源，首先将共耕村—二江寺管控单元的排口

按照重心法概化为两个主要排口，根据排口逐月现状负荷

与纳污能力差异进行初始分配，以使得上游排口可以有更

高的允许排放量。再根据主要排口对应的固定源按照现状

负荷进行等比例分配，得到流域简化管控模式下的排放管

控方案。

3.4.2 流域标准管控模式

由于江安河河宽远小于河长，污染物在横断面上能够

很快混合，符合一维水质模型的假设，因此在流域标准管

控模式中利用一维稳态水质模型 [25]，计算出管控单元的允

许排放负荷。

  0 0 0= ( ) Exp 86.4
86 400s

K xW Q + q C C Q
u

  
−  

  



    （2）

式中，W 为管控单元水环境容量；Cs 为断面水质目标（单

位为 mg/L）；q 为排污口废水量（单位为 m3/s），C0、Q0 为

上游河水浓度（单位为 mg/L）和流量（单位为 m3/s）；K
为水质降解系数（单位为 d-1）；x 为距排污口的距离（单位

为 m）；u 为流速（单位为 m/s）。
流速根据实地监测确定，降解系数通过参考当地已有

的研究确定。在计算出河段允许排放负荷后，按照同样的

方法对固定源进行分配，得到流域标准管控模式下的排放

管控方案。

3.4.3 流域精细管控模式

在流域精细管控模式下，利用 MIKE11 模型的水动力模

块和对流扩散模块构建江安河的动态机理模型。河网概化

重点考虑主河道，对于支流和支渠以排水口和取水口的形

式做简化处理，污染源按照实际位置和前述核算的负荷进

行输入。

根据 2015 年的逐月水文数据和水质数据，利用试错

法对江安河水动力模型和水质模型中的参数进行率定和验

证。对比模拟数据与实测数据，得出水动力模拟的相关性

为 0.89，纳什系数为 0.86，水质模拟的月均值与逐月监测值

平均相对误差为 27.1%，可以认为模型较好地反映了江安河

的水质变化特征。

利用上述模型，对生活直排和农业面源进行同样比例

的削减，以现状排放为基础对各固定源逐月的排放进行等

比例试算调整至月均水质达到二江寺断面水质目标，得到

流域精细管控模式下的排放管控方案。

3.5� 管控方案对比分析

在同样的边界条件下，基于三种管控模式对直排入河

的 9 个固定源制定了管控方案，图 3 以其中的两个固定源

为例展现了不同月份的氨氮排放负荷现状和管控方案对比

情况。

图3　部分固定源氨氮排放现状与排放管控方案

从时间尺度看，固定源的氨氮允许排放负荷在丰水期

时高于排放现状，而在枯水期时低于排放现状，这意味着

在丰水期可以放宽对于固定源排放的管控，而在枯水期应

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以保证水质达标。这能够显著提

高不同时段水环境容量的利用率，降低管控要求全年“一

刀切”带来的环境超标风险。同时对于地方管理部门来说，

这将有利于节约如污水厂运行费用等环保成本，从而使得

将管控重点放在能够更好地改善枯水期水质如提高生活污

水管网收集率或小散乱污治理等措施上。

从管控模式看，随着管控模式的精细化程度提高，对

水环境机理的刻画更加科学，在相同水质目标下能够更高

效地利用水环境容量。这首先是因为较为简便的模式由于

方法和数据的条件限制，对于排放输入—水质输出的响应

关系存在一定简化，对水环境容量存在低估。其次，由于

简便的模式普遍会采用较为保守的假设来避免水质改善的

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可利用的水环境容量较更精细的模式

低。由上述管控方案可看出，在水质目标设定相同的情况

下，流域标准管控模式和流域精细管控模式对于固定源

的允许排放负荷分别为流域简化管控模式的 1.3～1.6 倍

和 1.5～2.0 倍。虽然更精细的管控模式对于环境基础管

理能力和数据条件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但是对于如本案

例地区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减排潜力小、减排难度

大的地区来说，更加充分利用水环境容量则显得十分有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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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基于水质目标的污染管控方式已经被大量的实践证明

是缓解水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有效管理办法。本研究

通过理论梳理和案例实践，得出以下结论：

（1）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并结合我国流域水环境的管理

需求，以水质目标为核心，本研究构建了覆盖流域全空间

和全口径污染源的流域综合排放管控体系。根据水质响应

关系构建方法、排放负荷分配方式和排放管控要求等的不

同，在该体系下进一步提出三种不同的固定源排放管控模

式，使得该体系更好地适应我国各地区环境管理能力和需

求差异。

（2）通过案例实践证明，本研究所提出的流域综合排

放管控体系和三种固定源排放管控模式在实现水质达标的

同时，能够提高不同时段水环境容量的利用率。且在水环

境容量的利用率方面，流域精细管控模式优于流域标准管

控模式，流域标准管控模式优于流域简化管控模式。

（3）在固定源三种管控模式的适用性方面，流域精细

管控模式对分时段水环境容量利用率最高，但对数据支撑

和基础管理要求较高，适用于经济较发达、水环境管理基

础好、减排成本高的以精准治污为目标的地区。流域标准

管控模式对水质变化模拟简单因而降低了对基础数据的要

求，适用于我国大部分以水质达标为目的的地区。流域简

化管控模式方法简单，不需要模拟计算，适用于以固定源

为主且环境管理能力较弱，仍处于污染总量削减阶段的

地区。

鉴于以上模式在我国发展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在未

来的研究和应用中应注重：①进一步完善管控指标体系和

管控目标。大部分国家所实行的是基于水生态系统健康的

水质目标管理，而我国水环境治理仍以几大类常规水质化

学指标达标为主要目的。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探索管控指标

的合理性，针对不同管控地区的流域水环境基本特征、经

济技术水平，考虑动态水环境目标，并完成从水环境达标

到水环境健康的转变。②污染源清单的建立。目前我国大

部分地区对于污染源的基础数据比较薄弱，对污染源的排

放强度、排放去向和排放形式等都不明晰，既影响了科学

地设定合理的排放要求，也使得排放管控对象不明确。下

一步应加强对污染源和排放口的调查，构建流域层面的污

染排放清单，建立本地化的排放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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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conomic Policy Coupling o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Technology

CHENG Huaiwen1, LI Yuwen2

(1. School of Economics,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si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 key step from policy theory to policy practice, it lets the decision 

maker feel the direction and impact of policy effect, which will better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policy practice.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 water resource 

SD model with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y using system dynamics method, and divides China into three types of area, which 

are less water area, water area and middle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Four types of water policies including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water rights policy, water pollution rights policy and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water environmental damage are used for empirical study of coupled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ame study area, the effect of water policy is different. Taking less water area as an example, the effect of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is better than the water right policy or the water pollution rights policy for a single policy;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policy of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water right policy and water pollution rights policy, is better than one single policy;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policy for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and water right trading policy, is better than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and water pollution rights policy.In the same policies, 

there are different effect in different study area. For combination policy of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and water right policy,the effect in less water area 

is better than in water area. However, for combination policy of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and water pollution rights policy, the best effect is in the 

water area; for combination policy of water resources paid use policy , water right policy and water pollution rights policy, the best effect is in the middle 

region.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areas, the best combination water resources policy is different. So appropriate water policy coupling policy should 

be designed to different regions. 

Keywords: water resources policy coupling;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simulation technology; policy effect; regional correl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thods for Basin-scale Pollution Discharge Based 
on Water Quality Target and the Case Study

LIU Tianshi1, DONG Xin1, LIU Yaling2, SHE Jia3, JIA Binyang3, ZHENG Jing1, LIU Yi1*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12, China; 3. Chengdu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engdu 610072,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basin water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s curr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China’s current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 and methods. On the basin scale, a systematic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water quality targets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This study proposed a basin-scale discharg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water quality targets and three approaches of emission 

control for stationary source. The empiric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e Jiang’an River Basin in Chengdu, and the three approaches were put into practice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 different control modes could effectively achieve water quality target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environment capac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Under the same boundary condition, the monthly permissible emission load of stationary source by 

standard control mode and fine control mode were 1.3-1.6 times and 15-2.0 times of the simplified control mode, respectively.

Keywords: basin water quality target; pollution discharge control; stationary source; the Jiang’a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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